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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劳动和工作的人们远不应被认为只是一种“资源”， 这是当前危机带来的核心教训之一。
他们照顾病人，递送食物、药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清理废物垃圾，保证商店中有足够

的日用品以及买卖的正常运行。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下，他们的存在保证了我们的

生活能够继续，这一切生动地证明了劳动不能仅仅被视为商品。与此同时，仅凭市场力量也

无法管理人类健康和提供对最弱势群体的照顾。如果我们将这些领域完全留给市场掌控，那

我们就会面临加剧当前不平等状况的风险，甚至会牺牲最弱势群体的生命。要怎样才能避免

这种不可接受的状况？ 首先要让员工参与到与其工作和生活有关的决定的拟定过程当中，
从而使得企业民主化。其次要促进劳动去商品化，从集体层面保证大众的优越就业机会。特

别是当我们面临疾病大流行和自然环境崩坍瓦解的巨大风险时，执行这些战略性改革才能让

我们在确保公民尊严的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集结共同维护生命所需的集体力量和努力。 
 
为什么要让企业民主化？大量劳动者们日夜勤恳地为我们当中那些需要接受隔离的群体服务。
人们称他们为“关键劳动者”（essential worker），这就足以体现出他们的尊严和他们绝不
平凡的职业。这一称呼揭示了上述的关键事实，而资本主义一直试图——通过另一个称谓，

“人力资源”——来掩盖这一事实。但事实上劳动工作者并不仅仅是资源，他们更是投资者。

因为没有劳动投资者，就不会有任何生产，服务或者生意。  
 
日日夜夜，勤勤恳恳，被隔离的人们在他们的家中远程履行他们所在机构交给他们的任务。

有人认为员工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不能被信任，他们要求对工人进行格外的监督和并加强纪

律规范。远程工作成功地驳斥了这一论点。 劳动者每日反复地证明着他们不单只是利益相
关者，他们是企业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参与其工作管理权力之

外，因为管理权力是一项只由资本投资者垄断的权力。 
 
在当前的危机时刻，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劳动工作者的贡献必须得到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进一

步的认识，当然我们必须填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收入鸿沟，并且提高最低收入水平，但是

仅仅如此是不够的。 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们对社会付出的不可否认的贡献帮
助她们获得了选举权。 同样地，劳动者在这次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病中做出的贡献足以证明
他们应当获得企业中的公民权。 
 
在欧洲，虽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劳动进行投资的一方可以由工作委员会来代表。

然而，这些代表机构在企业管理层中的声音仍然微弱，并且需服从股东任命的高管团队的决

定。他们受限的发言权一直以来无法阻止或者减慢资本急剧持续的增长，而其增长对环境的

破坏更是巨大的，然而劳动投资者对此话题却没有发言权。因此，劳动投资者应当被授予与

董事会类似的权力。 为此，“企业政府”（即最高管理者）需获得股东以及劳动投资者代表的
双重投票通过。德国，荷兰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逐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不同

形式的共同决定机制（mitbestimmung），这被视为是给予劳动者更多发言权的重要的进步，
但是始终不足以在企业中为劳动者建立实际的公民身份。甚至在工人组织权和工会权利都受

到一定程度的压制的美国，人们对于赋予劳动投资者权力去选举董事会中的绝大多数代表席

位的呼吁都在日益增长。譬如首席执行官席位的选择，此席位涉及制定极为重要的主要企业

战略以及利润分配等问题，不能单单只由股东来选择。 通过劳动完成的投资是一个人的体
力（身）以及脑力（心）以及生命的共同投资，那么他们也应当获得对于这些话题的相对决

定权。 
 
为什么要去商品化？ 因为这场危机明确地表明了劳动不应该被视为商品, 而且不能够单靠市
场机制来定夺对整体社会和大众的决定。近年来，卫生部门的工作和用品被一直要求遵循以

盈利为主的原则来管理。如今，大流行病揭示了这一原则的极度盲目。因为某些战略的和集



体的需求是不能够单纯的以市场盈利为准的。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令人震惊的死亡人数今

天正在提醒我们，有些东西是绝不能被单纯视为商品的。 那些继续反驳的人正在用他们危
险的意识形态置我们于困境之中。当涉及到健康和生命的时候，利润更是一条无法让人容忍

的标尺。 
 
促进劳动去商业化意味着保护某些领域免受所谓的“自由市场”法则的控制，这也能够同时确
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工作及其带来的尊严。一个有效的方案即是创建公共工作保障，为所有公

民提供劳动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有劳动就业的权利。

公共工作保障不仅能够为每个公民提供使他们有尊严地生活的工作机会，而且还将极大地增

强我们的集体力量，以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紧迫的社会以及环境问题的挑战。有保证的

就业可以促使政府加强与地方社区合作，以提供有尊严的工作，同时努力与自然环境的崩溃

作斗争。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失业率的飙升，工作保障计划可以在确保我们民主制度中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稳定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欧盟可以将此类项目纳入“绿色新政”中。欧
洲中央银行对资金的合理投入关系到欧盟的成败，因此它的职能应该被重新界定，这能使它

在欧洲人民的生活中获得一个正当合理的地位。面临即将降临的爆炸性的大范围失业和经济

不景气，反周期策略将会对欧盟的社会、经济和化境等各方面长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至于洁净化： 我们不应该重复 2008 年做出的幼稚决策，当时人们无条件的增加了公共债务
以救助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对此次危机，如果我们的政府再次介入拯救企业，那么企业必须

以推进其民主化为受援助的基本条件。以服务和组建其民主社会为名义，以确保我们在地球

上生存责任的名义，我们的政府必须将对企业的援助作为条件以促进企业的改革。除了要求

企业遵守严格的环境标准外，“企业政府”需要推进内部民主化管理。因为民主化管理的企业
已经为领导经济的绿色转型做好了准备，在民主管理的企业中，劳动投资者和资本投资者的

声音一样重要，特别在做战略决定的时候。人人皆知在当前大环境下， 资本主义无法调理
资本收益和工作劳动者利益以及环境利益的冲突。得益于剑桥大学工程系的研究（Cullen，
Allwood和 Borgstein，Envir. Sci. ＆Tech. 2011 45，1711–1718），我们知道“可实现的变更设
计”可以将全球能源消耗减少 73％ ， 但是这些变化涉及生产方式的改变：大量增加劳动者密
集度，一个短期内相对昂贵的选择。 问题在于，在如今全球能源价格极低的情况下， 如果
企业继续以寻求为其资本投资者短期最大利润为目的运营方式，怎样才能找到施行绿色改革

的动力？尽管面对这样的改革挑战，个别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或者合作经营型企业——这种

企业着力于兼顾经济效益、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等不同目标，和推进民主化的企业内部管理

——已经显现出了这种积极影响的巨大潜力。   
 
我们不能够再自欺欺人了。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大多数资本投资者无法关心劳动投资者的

尊严，也无从领导与自然环境崩坍瓦解的斗争。另一个选项是可能的，即推进企业民主化，

推动劳动去商品化，停止将劳动者视为资源，以便让我们能够共同携手维持地球上的生命的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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